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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质性研究和已有文献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知

的“双因素假说”，并对这一假说进行验证。通过“扎根理论”发现了影响公众

环境风险感知的四个维度：环境亲和感、系统信任感、信息丰富性和利益趋向

性。前两种属于情感因素，后两者属于情境因素。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

证实，情感、情境因素都对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具有显著影响。同时发现了信

息丰富性与环境风险感知的倒“Ｕ”型关系，利益趋向性对公众的环境风险感

知具有决定性影响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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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缘起：一种背离现象的出现

一些特殊的科技项目的兴建往往会带来环境风险，公众由此会产
生对立心理，并出现强烈甚至是高度情绪化的抗争行为。从厦门反
“ＰＸ”项目开始，由环境风险引发的特重大社会风险（事件）在中国各地
屡屡出现，比如，浙江杭州反垃圾焚烧项目（２０１４）、广东深圳抵制垃圾
焚烧项目（２０１５）、江苏连云港大规模抗议核循环项目（２０１６），等等。可
以说，环境风险已成为现代风险链条（“科技风险—环境风险—社会风
险—政治风险”）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令人感到吊诡的是，作为环境风
险的一种特殊形式，洪水灾害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危险的环境风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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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ｃｅｌｉ，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Ｍｙｓｉａｋ，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然而，对于洪水、台风等自
然灾害带来的环境风险，人们似乎对其只有短期的记忆，其“预期损失”
往往会被低估（Ｂａａｎ　ａｎｄ　Ｋｌｉｊｎ，２００４；Ｔｅｒｐｓｔｒａ，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即使专家
或政府认为这类环境风险可能比“ＰＸ”、核电、垃圾焚烧等项目造成的
环境风险的危害更大，但人们依然更愿意采取积极的行为，所以，这类
环境风险往往不会演变为社会风险（Ｃｏｖｅｌｌｏ，２００３；Ｄｏｍｉｎｉｃｉｓ，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王刚、宋锴业，２０１７）。
从上述现象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背离”现象在某种程度

上的存在：某些环境风险可能演变为社会风险，甚至是政治风险，而某
些环境风险则不会演变为社会风险。环境风险究竟是否会演变为社会
风险，并非因为其现实的风险大小，而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公众“环境
风险感知”（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ｉｓｋ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的差异。所谓环境风险感
知，是指“在信息有限和不确定的背景下，个人或某一特定群体对环境
风险的直观判断”（Ｓｌｏｖｉｃ，１９８７）。尽管一些研究根据研究需要的不同
提出不同的概念界定。但大都强调环境风险感知是公众面对客观环境
风险 的主 观 判 断 和 直 接 感 受 （Ｓｊｂｅｒｇ，２００３；Ｋｌｏｓ，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ａｎｄ　Ｎｏｙｅｓ，２００７；Ｔａｒｏｕｎ，２０１４）。
由于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会直接影响他们的风险行为反应，较高

的环境风险感知可能会带来上访、“街头散步”、暴力群体性事件等高风
险反应行为，进而可能导致项目延迟或政策失败（Ｇｌａｓｅｒ，２０１２；黄杰
等，２０１５）。也就是说，在环境风险与社会风险之间大体存在“环境风险
感知—风险反应行为—社会冲突动荡”这样前后相续的链条。大量研
究也都强调探究环境风险感知及其影响因素的重要性（Ｅｌ－Ｚｅｉｎ，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６；Ｇａｔｔｉｇ　ａｎｄ　Ｈｅｎｄｒｉｃｋｘ，２００７；李华强等，２００９）。鉴于此，从实践
层面来看，关注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差异的因素，既是实现有效环境
风险治理的迫切需要，也是社会治理领域重要的现实课题。

从经验观察来看，核风险的独特之处是深入分析环境风险感知最
好的窗口。政府与公众之间对核电这一特殊环境风险的态度呈现极为
显著的差异与分化：一方面，政府和技术专家表现出明显的“挺核”态
度。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核能作为低碳能源成为中国发电的重要
战略选择。自１９９８年起，中国核电的运行机组数量从３台快速增长至

２０１６年的３５台。而中国民众却表现出明显的“反核”倾向。２００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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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建的威海乳山核电站遭到外地置业者联名反对，成为中国第一个因
民众反对而被长期搁置的核电项目。此后，江西彭泽（２０１２）、广东江门
（２０１３）、台湾台北（２０１４）、江苏连云港（２０１６）相继爆发了反核事件。

而民众对核电的高环境风险感知是产生高风险反应行为并引发社会风
险的关键（Ｇｏｏｄｆｅｌｌｏｗ，ｅｔ　ａｌ．，２０１１；Ｖｅｎａｂｌｅｓ，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因此，本
文以公众对核环境风险的感知为切入点，探究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知
的因素及其内在机理。

二、文献回溯与研究思路

（一）环境风险感知的解释逻辑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由于科学界和公众对核能的风险和收益的看

法存在分歧，环境风险感知逐渐成为焦点议题。经过４０余年的密集研
究，针对环境风险感知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理论认知（刘岩、赵延东，

２０１１；Ｋｅｌｌ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回顾学界对环境风险感知影响因素的研究
历程，可以甄别出具有继起关系的三种解释逻辑：“风险决定论”“个体
自主论”和“文化影响论”。

１．风险决定论
早期研究倾向于认为，风险特征（发生概率、危害程度、后果的不确

定性与持续性）是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差异的决定性因素（Ｂａｕｅｒ，

１９６４；Ｃｏｘ，１９６７）。在对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等广义环境风险的感知研
究中，研究者同样关注环境风险发生的概率与环境风险后果的严重性
（Ｍｃｄａｎｉｅｌｓ，ｅｔ　ａｌ．，１９９５；Ｌａｚｏ，ｅｔ　ａｌ．，２０００）。比如，有研究发现，由于人为
活动与自然活动引发的环境风险的特征的差异，某些特定的社会群体对
人为活动导致的环境风险（比如，臭氧空洞、核能）具有强烈的环境风险
感知，对自然因素导致的灾害类环境风险（比如，暴风雪、洪水）的感知则
处于较低水平（Ｋａｈａｎ，２０１２；Ｘｕｅ，ｅｔ　ａｌ．，２０１４）。费拉里－拜黑（Ｆｌｅｕｒｙ－
Ｂａｈｉ，２００８）同样指出，公众对环境风险的感知由风险的类别（技术和化学
灾害、生物多样性丧失）决定。同时，“风险决定论”的解释逻辑也延续到
对核电这一特殊环境风险感知的研究中，斯洛维奇等（Ｓｌｏｖｉｃ，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１）就曾指出，环境风险感知差异的形成是因核电的特殊性所致，其风
险特征决定了民众会对其产生更高的环境风险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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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个体自主论
“个体自主论”认为，个体特征的差异是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知最

重要的因素之一（Ｄｏｍｉｎｉｃｉｓ，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有研究认为，不同个体一
方面会因为性别、年龄、种族、教育程度、居住地区、收入水平等外在特
征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化的环境风险感知（Ｆｌｙｎｎ，ｅｔ　ａｌ．，１９９４；Ａｄｅｏｌａ，

２００７；Ｍａｃｉａｓ，２０１６；Ｒｏｄｅｒ，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Ｗａｎｇ，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比如，与
其他种族相比，白人对环境风险的感知更低（Ｌａｗｓ，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教育
程度 较 低 的 个 体 更 容 易 产 生 高 环 境 风 险 感 知 （Ｒｕｎｄｍｏ　ａｎｄ
Ｎｏｒｄｆｊｒｎ，２０１７）。另外，不同个体也会因为情感、人格特质（Ｊａｎｉ，

２０１１）等内在心理特征的差异而产生不同的环境风险感知。例如，查尔
文等（Ｃｈａｕｖｉｎ，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发现，具有亲和性人格的个体对环境风险
感知产生正向影响；李欧贝克尼和朱肯斯（Ｌｉｏｂｉｋｉｅｎｅ． ａｎｄ　Ｊｕｋｎｙｓ，

２０１６）则指出，有自我超越价值取向的个体对环境风险的感知更强。而
在核电这一特殊环境风险的感知的研究中，“个体自主论”的解释逻辑
也被研究者普遍认同。例如，亚姆和维格诺威（Ｙｉｍ　ａｎｄ　Ｖａｇａｎｏｖ，

２００３）指出，教育水平更高的个体对核环境风险的感知往往较低。

３．文化影响论
社会文化特征对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肇始于道格拉斯和维达

维斯基（Ｄｏｕｇｌａｓ　ａｎｄ　Ｗｉｄａｖｓｋｙ，１９８２）提出的“风险文化理论”。该理论
基于不同的信仰和文化世界观，将社会群体划分为平等主义者、宿命论
主义者、等级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不同社会群体对环境风险的感知并
不相同，其中“宿命主义群体”（Ｆａｔａｌｉｓｍ）对环境风险的感知最弱
（Ｄａｋｅ，１９９２）。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信任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特征，对公
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也得到国内外学界的普遍认同（Ｐｏｏｒｔｉｎｇａ　ａｎｄ
Ｐｉｄｇｅｏｎ，２００３；Ｓｉｅｇｒｉｓｔ，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Ｂｒｏｎｆｍａ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例如，有
部分研究发现，对政府部门的监管具有更高信任的公众对环境风险的
感知往往处于较低水平（Ｌｅｅ，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Ｃａｒｌｔｏｎ　ａｎｄ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２０１３）。
而在核风险感知研究中，多数研究认为，核风险感知受社会文化特征，
尤其是社会信任的影响（Ｍａｈ，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比如，弗莱恩等（Ｆｌｙｎｎ，ｅｔ
ａｌ．，１９９２）指出，信任对核风险感知具有显著影响；怀特菲尔德等
（Ｗｈｉｔｆｉｅｌｄ，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也发现，可以通过提高信任降低民众的环境风
险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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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研究对理解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综
合看来，还存在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已有研究的解释逻辑大都是聚焦于一个侧面，同时也是一种
静态分析，即把可能产生高环境风险感知的某些既有条件作为归因的
起点，并将其视为一成不变的要素，进而试图在某一结构性因素与民众
的环境风险感知之间建立一种机械化、程式化的因果联系，缺乏对情境
因素的考虑（陈超、蔡一村，２０１６）。更重要的是，三种解释逻辑都存在
一定局限性。比如，“个体自主论”往往会将性别等外在特征作为归因
的起点，鲜有对个体的内在特征，尤其是环境情感特征的考察。即使有
研究关注到情感在环境风险感知中的重要性（Ｂｏｕｒａｓｓａ，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
比如，斯乔伯格（Ｓｊｂｅｒｇ，２００７）指出，具有消极情感的个体对环境风险
的感知更强。但这些研究大多停留于愤怒、害怕等情绪特征，尚未有专
门针对环境风险感知的情感塑成的系统研究。事实上，环境情感在内
涵和外延上不同于一般情感（王建明，２０１５），它对环境风险感知是否存
在显著影响，影响效果如何，都还有待进一步探究。而“文化影响论”的
解释逻辑也缺乏来自中国语境下的实证研究。

第二，纵览已有文献，学界虽然从三个独立视角进行了较为深入的
探讨，但鲜见融合三种解释逻辑的系统性研究。换言之，环境风险感知
的影响因素的三种解释逻辑没有实现有效融合。究竟哪一些因素塑成
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差异，还没有形成定论。事实上，环境风险感知的
形成是各种主客观因素及风险、个体、社会文化特征等综合作用的结
果。只有将多种解释逻辑结合起来，系统地考察不同影响因素在形塑
民众环境风险感知中的角色，才能获得更为逼近现实的理论认知。此
外，每一种解释逻辑的理论饱和尚未进行系统检验，还可能存在对解释
要素的疏漏，这也是本文力图进行弥补和突破之处。

第三，即使有研究指出，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是个体特征、风险特
征和社会文化特征等多变量的共同作用，但已有的对环境风险感知的
影响因素的研究还缺乏一个科学、系统的分析框架，尤其是对环境风险
感知各个影响因素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内在影响机理，以及不同因素
对民众环境风险感知“贡献”的几率等问题，都还没有深入探讨。比如，
柴永进（音译）（Ｃｈａ，２００４）指出，核知识水平等个体特征，潜在灾难性
和可控性等风险特征，以及管理信任等社会文化特征是影响环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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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的关键因素。但是，仍然侧重于不同因素与环境风险感知之间各
自的实证检验并未揭示各因素发挥作用的整体影响机制。而有学者已
经对交互作用对风险、抗争的影响做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卜玉梅，

２０１５）。鉴于此，采用多重解释逻辑融合的视角，进行环境风险感知的
整合性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选择
本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将核风险感知作为环境风险感知的主要分析

视角探讨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因素。为获得更为科学、系统的理
论认知，我们采用质性与量化分析相结合的混合方法，以克服研究深度
和代表性等方面的不足，从而为全方位、多层次的理论分析提供依据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２００５）。具体研究思路是：（１）采用作为质性研究技术之一
的“扎根理论”提炼并范畴化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因素；（２）基于质
性研究结果归纳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模型，再依据已有文献和经
验研究对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归因模型进行发展，构建出本研究
的理论假说；（３）采用作为量化研究技术之一的结构方程模型（ＳＥＭ）
进一步检验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不同因素对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
效应，包括影响的方向、影响强度与特征等，从而对研究假设进行证实；
（４）根据质性和量化研究结果提炼出基本命题，并试图发现不同影响因
素之间存在的关系，形成系统的机理。

三、质性研究：环境风险感知影响因素的维度结构

（一）质性研究设计：基于“扎根理论”

１．“扎根理论”最早由格拉斯和斯特劳斯（Ｇｌａｓｅｒ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９６７）提出，是在经验资料的基础
上自下而上建构实质性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９８７：５）。

　　本文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中的“扎根理论”１来探索影响公众环
境风险感知因素的内容与维度结构。在进行探索分析时，通过对文本
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ｏｐｅｎ　ｃｏｄｉｎｇ）、主轴编码（ａｘｉａｌ　ｃｏｄｉｎｇ）和选择性
编码（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ｃｏｄｉｎｇ）来抽取素材中所隐藏的本质性理念和命题。文
本分析过程中采用了持续比较（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的分析思路，不断
提炼和深化理论，直至达到理论饱和，即新获取的资料不再对理论建构
有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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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资料的选取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笔者的课题组于２０１６年７
月通过半结构化问卷对Ｓ省的ＨＹ市、ＲＳ市两个在建或曾拟建的核电
站附近的普通民众进行访谈收集的第一手资料；２二是笔者的课题组
于２０１７年４月通过半结构化问卷对Ｊ省的Ｌ市已建的ＴＷ 核电站附
近的民众、核电站的内部技术人员等的访谈所获得的一手资料。而对
于访谈对象的选择，我们采取了“理论抽样”（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的方
法，按分析框架和概念发展的要求抽取访谈对象。最终受访者共６８
位，我们分别进行一对一的面对面访谈（１０—６０分钟）或一对一的电话
和网络访谈（１０分钟）。对于面对面的访谈者，我们在征求被访谈者同
意后进行全程录音，并在访谈结束后对录音进行整理，完成访谈记录和
备忘录。当电话和网络访谈时，直接根据在线资料进行汇总。最终形
成６８份访谈记录，共计１２万字（编号记为Ａ１—Ａ６８）。我们随机选取
了其中的５５份访谈记录（Ａ１—Ａ５５）进行编码分析，另外的１３份访谈
记录（Ａ５６—Ａ６８）留作理论饱和度检验。

（二）质性研究过程
１．开放式编码

在进行开放式编码３时，我们对原始资料逐字逐句分析以进行初
始概念化。为尽量减少研究者的个人主观意见的影响，我们尽量使用
被访谈者的原话作为标签以从中挖掘初始概念。当然，鉴于初始概念
的层次相对较低，且存在一定的交叉，因此需要进一步提炼以将相关的
概念聚拢与集中，实现概念的范畴化。进行范畴化的同时，我们剔除了
出现频次较少（出现频次低于两次）的初始概念，仅仅保留出现频次在
三次以上的初始概念。另外，因篇幅所限，对每个范畴我们仅报告了三
条原始语句。影响环境风险感知因素的范畴化过程如表１所示。

２．主轴编码
开放式编码的主要任务是发现范畴，而主轴编码的主要目的是更

好地发展主范畴。其具体做法就是拓展原始范畴的性质和层面，使范
畴更为严密。同时将各独立的范畴联结，通过提炼、调整和归类等手段，

２．按照学术惯例，文中的关键地名、人名等均进行匿名化处理。

３．开放式编码是对原始资料所记录的任何可以编码的句子或片段给予概念化标签，实现将资
料概念化。它是一个将资料打散，赋予概念，然后再以新方式重新组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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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开放式编码及其范畴化

范畴 原始语句（初始概念）

一般环境态度

Ａ１９：平时对环境比较关注，因为我们就是生活在大自然中，当然要关
注。（环境关注）
Ａ２４：中国现在正在快速发展，肯定会造成环境污染的吧，我平时就是
在手机上关注这方面的新闻的。（环境关注）

Ａ３５：我平时对环境还是非常关注的，我们这里的环境就挺好。（环境关注）

环境影响态度

Ａ０３：这个地方搞（核电站）太浪费国家的环境资源了。（负面环境影响）

Ａ２１：自从核电站建了，这个地方就乌烟瘴气的，我们以前水沟里的水很干
净，村里人都在这儿，现在的水都不能喝了，有股味儿。（负面环境影响）

Ａ２７：核电对缓解全球变暖能起个好作用。（正面环境影响）

政府信任

Ａ０２：国家既然建了核电。那么，这么大的核电肯定是能负责它的安全
的，所以会信任政府，所以支持核电。（政府信任）

Ａ１４：政府哪能保证得了（核电）运行，哪个都保证不了。（政府不信任）

Ａ３６政府也就那么回事，要我说，当官的十个九个贪。（政府不信任）

市场信任

Ａ０４：最大风险就是核电的管理上，切尔诺贝利、福岛都是这个引起的。
（市场不信任）

Ａ２３：我还是比较相信企业能够保障核电的安全的。（市场信任）

Ａ３１：核电企业的管理参差不齐，上面制定下来，下面不一定执行。（市
场不信任）

专家信任

Ａ０５：政府里面各种专家和人才都有。他们了解核电的程度要比我们普通老
百姓了解的十倍多都不止，应该能避免运行过程中的问题。（专家信任）
Ａ３４：就算专家们说没有危险，那他又能够保证啊，所以没用。（专家不
信任）

Ａ４１：我还是相信专家的评估的，否则他们也不敢干这一行（专家信任）

媒体信任

Ａ０１：新闻里的不一定是真的。前两天还说造出了四倍超音速飞机！
（媒体不信任）
Ａ１６：信什么媒体？他们都是宣传好的，还能有坏的宣传啊，不可能的，
什么时候哪个国家的媒体都不可能宣传坏的，他们只宣传好的。（媒
体不信任）
Ａ１７：我觉得媒体可信度不高，因为他们说谎惯了。（媒体不信任）

信息了解程度
Ａ１１：我们对核电不了解，但就是觉得它不好（信息不丰富）

Ａ１８：对核电不是特别了解，反正觉得它对老百姓没好处。（信息不丰富）

Ａ２０：主要是对环境会产生危害吧，我也不是特别了解。（信息不丰富）

工作相关程度

Ａ３８：因为我们是技术人员，所以我们才知道核电到底有没有风险。
（工作相关）
Ａ４０：因为我们一直在核工业系统里，几十年了。所以对核电还是比较
了解的，不会像他们那种“谈核色变”的。他们根本就不懂，无知导致
恐惧。（工作相关）
Ａ４３：我在乡政府工作，对核电还是比较了解的（工作相关）。

“正向—短期”利益

Ａ０９：核电里很多打工的人，都是我们的村的人。没有核电，这里也不
可能有这么多人流，这里的饭店，宾馆也不能有这么多客人（短期积极
利益感知）
Ａ２８：自从建了核电站以后，周围市场上人就多了一点，人多了的话，经
济应该也带动了一点。（短期积极利益感知）
Ａ４２：核电站来了以后，最起码解决了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短期积
极利益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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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正向—长期”利益

Ａ０６：核电站修建以后，老百姓生活会更好。经济肯定带动起来。（长
期积极利益感知）

Ａ０８：建核电的话，这边修道路、旅游业，整个经济都好。（正向长期利益）。
Ａ２５：这个（核电站）建设确实给本地人带来了很大的利润。本地人以
前没有这么富裕，以前这里根本没啥企业，这都是核电来了带动经济。
（正向长期利益）

“负向—短期”利益

Ａ１２：核电主要就是不方便，路不好走，环境也没搞得利索。（负面短期
利益感知）
Ａ３０：这个地方建了核电站以后，我们一点好处也没有，让我们没有饭
吃，也没有钱补偿我们。（短期消极利益感知）
Ａ３７：这个核电站对老百姓的生活影响太大了，这个海里的鱼虾都变大了，
我们都不敢吃，所以我们的个人收入也不行了。（短期消极利益感知）

“负向—长期”利益

Ａ２９：核电站建了以后，小孩的毛病比较多，而在没建核电那个时候，就
从来就没有这种情况，更何况现在医疗条件以前强多了。（长期消极
利益感知）
Ａ３２：核电肯定对身体有影响，我们无所谓，就是影响下一代。（长期消
极利益感知）
Ａ３３：我们这有好多年轻人，二三十岁就得癌症死了。（长期消极利益
感知）

　注：“Ａ＊＊”表示第＊＊份访谈记录中的原始语句。每段语句末尾括号中内容
表示该语句的初始概念。

发现和建立范畴之间的潜在逻辑联系。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在开放式
编码中得到的各个不同的范畴在概念层次上确实存在内在联结。根据
不同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和逻辑次序，我们进行重新归类，共归纳出环
境亲和感、系统信任感、信息丰富性和利益趋向性四个主范畴。各范畴
代表的意义及对应的开放式编码范畴如表２所示。

表２：主轴编码形成的主范畴及副范畴

主范畴 副范畴 范畴的内涵

环境亲和感
一般环境态度 个人对环境的基本知觉、态度与情感认知
环境影响态度 个人对某些环境行为或风险可能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的认知

系统信任感

政府信任 公众对政府的可靠度评价及其信心
市场信任 公众对市场（核电企业）的可靠度评价及其信心
专家信任 公众对技术专家的可靠度评价及其信心
媒体信任 公众对正式媒体的可靠度评价及其信心

信息丰富性
信息了解程度 对环境风险信息的认知、了解和熟悉程度
工作相关程度 与环境风险设施（项目）的工作相关程度

利益趋向性

正向—短期利益 个人对环境风险的短期和对自己有利的感知
正向—长期利益 个人对环境风险的长期和对自己有利的感知
负向—短期利益 个人对环境风险的短期和对自己不利的感知
负向—长期利益 个人对环境风险的长期和对自己不利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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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的核心目的是进一步系统处理范畴与范畴的关联。它

是从主范畴中发掘“核心范畴”（Ｃｏｒ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分析核心范畴与主范
畴及其他范畴的联结，并以故事线的形式描绘整体行为现象，从而确立
实质性的理论。本研究所确定的核心范畴为“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知
的因素及其影响机理”，它由环境亲和感、系统信任感、信息丰富性和利
益趋向性四个主范畴组成。其中，环境亲和感和系统信任感两个主范
畴可以选择性编码为“情感因素”，而信息丰富性和利益趋向性两个主
范畴可选择性编码为“情境因素”。

所谓情感因素，是指公众在特定时期内在所固有的情感态度，而情
境因素则是指民众针对外在的特定环境风险在特定时期的主观认知。
情感因素与情境因素的不同之处在于，在相同或近似的情感因素的作
用下，不同的公众可能因为情境因素的感知不同而产生高低不同的环
境风险感知。比如，某些个人或群体可能环境亲和感较低且系统信任
感较强，本应该具有较低的环境风险感知，但在一些情境因素的影响
下，仍可能导致高环境风险感知。此外，已有研究所呈现的“风险决定
论”“个体自主论”及“文化影响论”与情感因素、情境因素之间也存在联
结关系，比如，情感因素与“个体自主论”中的情感以及“文化影响论”中
的信任，情境因素与“风险决定论”中的风险特征及“个体自主论”中的
教育与知识水平等。这说明，本研究所选取的两个主范畴具有一定的
理论依据。

（三）质性研究结果
根据对原始访谈资料的开放式编码和主轴编码的过程，我们发现，

环境亲和感、系统信任感、信息丰富性、利益趋向性等会对公众的环境
风险感知产生影响。再通过选择性编码对上述四个主范畴进一步关联
后发现，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因素可以概括为情感因素与情境因
素。同时，我们还通过对Ａ５６—Ａ６８访谈记录的重新编码和概念范畴
化后，进行了理论饱和度（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的检验。未发现明显
新颖的初始概念、范畴和关系，这表明质性研究得到的环境风险感知的
“双因素”有较好的理论饱和度。换言之，质性研究阶段可以确认，影响
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因素主要包括环境亲和感、系统信任感等情感因
素，以及信息丰富性、利益趋向性等情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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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响环境风险感知的“双因素假说”

在质性研究阶段，我们提炼了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差异的情感
因素与情境因素，为完整描述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差异化的形成提供了
一个基本认知框架。在以上基础上，我们进一步提出了“公众环境风险
感知的双因素理论模型”（简称“双因素模型”）。在该模型中（见图１），
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因素包括情感与情境两个基本维度。其中，
情感因素解释了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差异为什么产生，而情境因素则
可以解释环境风险感知差异在核风险的特定情境下如何产生。

　　注：单箭头实线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双箭头虚线表示自变量之间

的相互影响。

图１：情感—情境双因素模型

　　需要说明的是，“情感—情境双因素模型”的提出是在质性研究基
础上借鉴美国心理学家赫兹伯格（Ｈｅｒｚｂｅｒｇ）的“双因素理论”（Ｔｗｏ　Ｆａｃｔｏｒ
Ｔｈｅｏｒｙ）后提出的。在 “双因素理论”中，驱动员工满意的因素包括激
保健因素与激励因素。前者属于工作本身或责任、成就方面的因素，拥
有它，职工会感到满意，但不拥有它，职工也不会有不满；后者属于工作
环境或工作关系方面的因素，拥有它，职工不会感到满意，但不拥有它，
职工会有不满（Ｈｅｒｚｂｅｒｇ，１９６８；Ｈｙｕｎ　ａｎｄ　Ｏｈ，２０１１）。在本研究中，影
响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因素包括情感因素与情境因素。前者包括对环
境的情感与对系统的情感，后者包括风险信息或利益相关（如图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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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因此，本研究的“情感—情境双因素模型”并不完全等同于赫兹伯
格的“双因素理论”。

当然，“双因素模型”仅能说明情感与情境因素可能会对公众的环
境风险感知产生影响。而情感与情境因素中的不同变量究竟对公众的
环境风险感知是否产生显著性影响，影响的方向、强度和特征如何，都
还有待通过量化研究进一步证实。本节在质性研究所得出的“双因素
模型”基础上，依据已有文献和实践经验，提出了“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
知的双因素理论假说”（简称“双因素假说”）。在“双因素假说”中，影响
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因素存在两个基本维度（见图２），即“情感因素”
与“情境因素”，而每一个因素都包含两个基本的影响变量。

图２：环境风险感知的“双因素”理论假说

（一）假设因素１：情感因素与环境风险感知

４．所谓系统信任感，指在环境风险感知中，公众对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可靠度评价和信任，包
括政府信任、市场信任、专家信任与媒体信任（龚文娟，２０１６）。

　　情感因素主要包括环境亲和感与系统信任感。４在情感因素的作
用下，公众会产生高低差异的环境风险感知。具体而言，所谓环境亲和
感，主要是指个体的情感理念中具有稳定、持久的环境保护意愿，以及
对生态保护的支持情感，表现为对破坏环境的环境行为或环境风险的
抵触情绪。在已有研究中，个体特征是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知最重要
的因素之一。但大多聚焦于年龄、性别、教育程度、人格特质等外在因
素，忽略了对微观的个体情感的考察。在质性研究结果和已有文献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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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个体的环境情感是影响环境风险感知的重要因
素。进一步而言，具有很高环境亲和感的个体会具有更强的环境风险
感知。与之相反，具有较低的环境亲和感的个体对环境污染具有更强
的容忍度，因此也具有较弱的环境风险感知。由此，我们提出如下
假设：

Ｈ１－１：环境亲和感与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呈正相关关系。
其次，系统信任感作为情感因素的一个重要维度，也会对公众的环

境风险感知产生重要影响。在已有研究中，信任对环境风险感知的影
响已得到证实（Ｗｈｉｔｆｉｅｌｄ，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Ｍａｈ，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但不同研究
者的侧重点并不相同，且大多是政府信任、社会信任等单一维度与环境
风险感知的影响探究，或用政府信任、社会信任解释基层治理等其他领
域的议题（陈捷等，２０１１）。而在实践情境中，核电作为国家的重大能源
政策布局项目，事实上涉及技术专家、核电企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等多个主体。公众只有对整个系统都信任的时候，才会产生低环境风
险感知。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２：系统信任感与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呈负相关关系。

（二）假设因素２：情境因素与环境风险感知
情境因素包括信息丰富性与利益趋向性。具体而言，所谓信息丰

富性，是指在环境风险感知中，公众对环境风险信息熟悉、了解与掌握
的程度。质性研究结果和实践经验表明，对特定风险信息匮乏的个体
（或群体）容易产生很高的环境风险感知。他们通过电视、报纸、网络对
环境风险可能已经形成了“污名化”感知，核电企业、地方政府等即使再
发出环境风险的正面信息，也难以改变已有的负面认知。与之相反，对
信息了解比较多的个体（或群体）而言，他们更容易形成对某一环境风
险的理性认知，从而将环境风险的感知维持在较低的水平。由此，本研
究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１：信息丰富性与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呈负相关关系。
作为情境因素的一个维度，利益趋向性也对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

差异产生重要影响。所谓利益趋向性，是指公众面对环境风险时的利
益感知。通过质性研究结果和实践经验，我们认为，当公众认为，引发
环境风险的项目或设施可能给自身带来正向的短期利益（如现金补偿）
或正向的长期利益（如经济发展和带动就业等非现金补偿）时，公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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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产生较低的环境风险感知。而当公众认为引发环境风险的项目或
设施可能带来负向的短期利益（比如，房价回落等）或负向的长期利益
（比如，子孙后代的健康损害等）时，公众更容易产生较高的环境风险感
知。由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２：利益趋向性与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呈负相关关系。

五、量化研究：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证明

（一）量化研究设计：基于结构方程模型
采用量化研究是为了进一步验证“双因素模型”中情感因素和情境

因素对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影响的效应，包括影响的方向、强度、特征等。

１．数据的收集与验证
量化研究过程主要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以公众与核电站的空间

距离为基本特征划分成四个群体，即“核电站５公里以内人群”“核电
站５—１０公里人群”“核电站１０—２０公里人群”“核电站２０公里及以
上人群”。然后在四个层次的群体中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子
样本。

对上述四个不同群体的样本数据收集主要通过两个途径。首先，
课题组于２０１７年４月在Ｊ省Ｌ市已建设的ＴＷ 核电站附近对民众进
行面对面现场问卷调查并现场回收，问卷主要针对三类人：一是核电站
内部工作人员，包括在核电站内从事基建工作的普通工人以及核电站
内部的技术专家和管理人员等；二是核电站附近５—１０公里以内的

ＤＹＷ、ＢＳ、ＧＺ、ＸＺ、ＬＨ等村的村民；三是核电站附近１０—２０公里的Ｊ
省Ｌ市市民。对于上述调查对象都采用调查者与受访者一对一的方
式进行调查，由调查者依据问卷内容逐题询问并填答，共发放问卷４００
份，有效问卷为３７３份（核电站内部工作人员９８份，核电站附近村民

１３６份，核电站所在市区市民１３９份）。需要说明的是，之所以选择Ｊ
省Ｌ市作为获取前三个群体的样本来源地，是因为该地民众曾抵制核
废料项目在该市兴建，该市也有已经建成运作的核电站，民众对核电具
有鲜明的环境风险感知，从而使得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其次是通
过网络进行问卷调查。以“调查派”对生活在核电站２０公里及以上的
无关人群发布网络问卷，共回收有效问卷４１８份。两种途径针对四类
人群共回收有效问卷７９１份。从有效样本的性别分布来看，男性３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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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女性３９７人。同时，采用内在信度指标（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对量表
进行信度检验，通过检验后发现，所有变量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系数
均在０．８以上，可以认为本次问卷量表及各组成部分建构度良好。

２．变量的测量与描述
对于影响环境风险感知差异的两种因素，本研究基于前文“扎根理

论”的研究结果，分别设计了量表，每个维度依据内涵的不同设计了不
同题项（见表３）。

因变量“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是通过两个问题答案得分的累加生
成一个新变量，取值范围是２—１０分，得分越高，表示公众对环境风险
的感知程度越高。

自变量“环境亲和感”通过三个问题答案得分的累加生成一个新变
量，取值范围是３—１５分，得分越高，表示公众的环境和程度越高；“系
统信任感”通过五个问题答案得分的累加生成新的变量，取值范围是

５—２５分，得分越高，表示公众的系统信任程度越高；“信息丰富性”通
过三个问题答案得分的累加生成新的变量，取值范围是３—１５分，得分
越高，表示公众关于项目的信息越丰富，反之，信息则越匮乏；“利益取
向性”通过四个问题答案得分的累加生成新的变量，取值范围是４—２０
分，得分越高，表示公众的利益感知越正面，反之，则越负面。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居住的社区类型、居住地
距离核电站的距离、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等。在已有研究中，性别等
因素对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已得到证实。为更准确地反映环境亲
和感等情感因素、利益相关性等情境因素对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量化
研究控制了性别等因素对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就变量而言，性
别、社区类型、居住地与核电站的距离、教育程度、家庭综合年收入为虚
拟变量。表４详细地描述了因变量、自变量的取值情况，包括各变量的
性质、均值、标准差等。

（二）量化研究过程
首先，采用相关分析大致描绘各变量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各变量相

互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矩阵如表５所示。可以看到，在０．０１的显著性水
平下，各变量都与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显著相关，且大多呈现强相关关
系。具体来说，环境亲和感与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呈现强的正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为０．７０６）。系统信任感与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呈现强的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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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变量的测量和设计

测量问题 答案选项 赋值
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值

公众的环
境风险感
知　　　

您对核电的态度是？
“非常支持”“比较支持”“不支持
不反对”“比较反对”“非常反对”

您认为生活在核电
站附近是否有风险？

“完全没风险”“不太有风险”“一
般”“比较有风险”“风险特别大”

１—５分 ０．８３２

环境亲和
感

您平时对空气污染、
全球变暖等环境问
题的关注程度是？

“完全不关注”“不太关注”“一
般”“比较关注“”非常关注”

您认为核电会对生
态环境产生影响吗？

“完全没影响”“不太有影响”“一
般”“比较有影响”“非常有影响”

您认为经济发展和
环境保护哪个更加
重要？

“经济特别重要”“经济比较重
要”“二者大致相同”“环境比
较重要”“环境特别重要”

１—５分 ０．８０１

系统信任感

在核电项目上，是否
信任地方政府
在核电项目上，是否
信任中央政府
在核电项目上，是否
信任正式媒体
在核电项目上，是否
信任技术专家业
在核电项目上，是否
信任核电企业

“完全不信”“不太相信”“一般”
“比较相信”“非常相信” １—５分 ０．９０５

信息丰富性

您对核电站的熟悉
或了解程度？

“完全不熟悉”“不太熟悉”“一
般”“比较熟悉”“非常熟悉”

您对核电相关知识
的了解或掌握程度？

“完全不了解”“不太了解”“一
般”“比较了解”“非常了解”

您所从事的职业（或
行业）与核电的相关
程度是？

“完全无关”“不太相关”“一
般”“比较相关”“非常相关”

１—５分 ０．８９３

利益趋向性

您认为，在您家附近
建设核电站会促进
您的个人收入或家
庭收入增长吗？

“完全不会促进”“不太促进”
“一般”“比较促进”“非常促
进”

如果在您居住周边
建设核电，给予足够
的现金或实物补偿，
您会同意建设吗？

“完全不会同意”“不太同意”
“不确定”“比较同意”“非常同
意”

您认为，在您家附近
建设核电站会导致
您的日常生活或人
际交往的不便吗？

“非常会”“比较会”“一般”“不
太会”“完全不会”

您认为，在您家周边
建设核电站会导致
自己及子孙后代的
健康损害吗？

“非常损害”“比较损害”“一
般”“不太损害”“完全不损害”

１—５分 ０．８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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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系（相关系数为－０．７３２）。利益趋向性与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也
呈现强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０．８０７）。只有信息丰富性与公众
的环境风险感知之间呈现中度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０．４７１）。

表４：量化研究中各变量的取值情况

变量性质 均值（Ｅ） 标准差（Ｓ．Ｄ．） 最小值（Ｍ） 最大值（Ｘ）

环境风险感知（Ｙ） 连续 ６．８６９　 ２．１３４　 ２　 １０

环境亲和感（Ｘ１） 连续 １０．１４３　 ２．４７２　 ４　 １５

系统信任感（Ｘ２） 连续 １５．１１５　 ４．２１６　 ５　 ２５

信息丰富性（Ｘ３） 连续 ６．１６１　 ２．８２０　 ３　 １５

利益趋向性（Ｘ４） 连续 １０．３０９　 ３．７９２　 ４　 ２０

年龄 连续 ３６．６２２　 １３．５５９　 １６　 ８２

性别 虚拟 － － １　 ２

社区类型 虚拟 － － １　 ２

与核电站的距离 虚拟 － － １　 ４

教育程度 虚拟 － － １　 ５

家庭年收入 虚拟 － － １　 ５

表５：各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Ｘ１ Ｘ２ Ｘ３ Ｘ４ Ｙ
均值（Ｅ） ９．８４５　 １５．１２５　 ６．２２５　 １０．６８９　 ６．７３９

标准差（Ｓ．Ｄ．） ２．５４７　 ４．２７１　 ３．０５６　 ３．８３７　 ２．２２０

环境亲和感（Ｘ１） １

系统信任感（Ｘ２） －０．５８７＊＊ １

信息丰富性（Ｘ３） －０．３５０＊＊ ０．３９６＊＊ １

利益趋向性（Ｘ４） －０．７０５＊＊ ０．７０７＊＊ ０．４８５＊＊ １

环境风险感知（Ｙ） ０．７０６＊＊ －０．７３２＊＊ －０．４７１＊ －０．８０７＊＊ １

　注：＊＊ｐ＜０．０１

５．该方法可以有效地反应自变量与因变量、自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关系，以更好地分析情感
与情境因素中的各个变量维度对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

　　其次，上述相关分析虽然可以考察环境亲和感等变量对公众环境
风险感知差异的独立影响效应，但尚未考察各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
交互作用。因此，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ＳＥＭ）进行路径分析，５并
采用Ａｍｏｓ　２１．０进行模型建构和数据分析。从优化后的结构模型的
拟合指数来看，整个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见表６）。且从原始结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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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模型来看，绝大多数观测变量与对应潜变量的标准化载荷系数都在

０．７以上（见图３），这表明各观测变量可以较好地测量所属的潜变量。
结构方程模型的具体路径系数检验如表７所示。可以看到，在０．０１的
显著性水平下，环境亲和感、系统信任感、信息丰富性和利益趋向性都
对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具有显著影响。而从标准化路径系数来看，除
环境亲和感与环境风险感知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外，其他三个自变量
都与环境风险感知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从决定系数，也即拟合优度
来看，环境风险感知变量的决定系数很高（Ｒ２＝０．７３３）。可见，本研究
所假设的情感与情境变量的四个维度对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的解释程
度较高，影响度也较大。

表６：结构方程模型的拟合指数

模型 拟合指数

结构模型

!２　 ＤＦ　 Ｐ !２／ＤＦ　 ＲＭＳＥＡ

６１５．７７５　 １０９　 ０．０００　 ５．６４９　 ０．０７７

ＮＦＩ　 ＲＦＩ　 ＩＦＩ　 ＴＬＩ　 ＣＦＩ

０．９３８　 ０．９２２　 ０．９４８　 ０．９３５　 ０．９４８

图３：原始结构方程模型及其标准化载荷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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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量化研究结果
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情感与情境诸变量与环境风险感

知变量间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如图４所示。

表７：结构方程模型的路径系数检验结果

作用路径 标准化路径
系数

非标准化路
径系数

标准误
（Ｓ．Ｅ．）

临界比
（Ｃ．Ｒ．）

显著性
（Ｐ）

Ｙ←Ｘ１（环境亲和感） ０．１５２　 ０．２２６　 ０．０７７　 ２．９２９　 ０．００３
Ｙ←Ｘ２（系统信任感） －０．１９０ －０．２０１　 ０．０４４ －４．５９７ ＊＊＊
Ｙ←Ｘ３（信息丰富性） －０．０６１ －０．０６１　 ０．０２４ －２．６１３　 ０．００９
Ｙ←Ｘ４（利益趋向性） －０．６７６ －０．７９９　 ０．０８７ －９．１６３ ＊＊＊
Ｘ１Ｘ２ －０．６９５ －０．３５５　 ０．０２８ －１２．６３７ ＊＊＊
Ｘ２Ｘ４　 ０．７９６　 ０．５１１　 ０．０３９　 １３．１１０ ＊＊＊
Ｘ１Ｘ４ －０．８５８ －０．３９１　 ０．０３１ －１２．５７１ ＊＊＊
　注：１．“←／”表示发生效应的方位，＊＊＊ｐ＜０．００１。

２．由于信息丰富性（Ｘ３）这一自变量与其他自变量之间只具有统计相关，实际
上不具有相关关系，因此，本文并没有将Ｘ３与其他自变量进行路径检验。

　　注：单箭头实线代表通过验证的机制，无箭头虚线表示潜在变量之间的关

系，数字代表变量间关系的系数，"１、"２则代表变量对应的误差值。

＊＊＊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１

图４：研究假设证实后的逻辑关系示意

　　为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我们还要对结构方程模型做进一步验
证分析。全部样本按分析框架和概念发展的要求划分为四个样本。其
中，核电站内部工作人员（包括在核电站内从事基建工作的工人以及核
电站内部的技术专家和管理人员等）构成样本Ａ，核电站附近５公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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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村民构成样本Ｂ，Ｊ省Ｌ市的当地市民构成样本Ｃ，通过网络途径
所获取的问卷调查样本构成样本Ｄ。我们对上述四类样本用相关性分
析以及结构方程模型分别进行验证，并对结果进行比较（见表８）。可
以看出，尽管基于不同样本或者不同分析方法所得到的结果并不完全
一样，但主要研究结果还是一致的。

表８：情感、情境变量对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影响的验证分析

验证方法 自变量Ｘ１
环境亲和感

自变量Ｘ２
系统信任感

自变量Ｘ３
信息丰富性

自变量Ｘ４
利益趋向性

ＰＣＣ（全样本） √（＋）＊＊ √（－）＊＊ √（－）＊＊ √（－）＊＊
ＳＥＭ（全样本） √（＋）＊＊ √（－）＊＊＊ √（－）＊＊＊ √（－）＊＊＊
ＰＣＣ（样本Ａ） √（＋）＊＊ √（－）＊＊ √（－）＊＊ √（－）＊＊
ＳＥＭ（样本Ａ） √（＋）＊＊＊ √（－）＊＊＊ × √（－）＊＊＊
ＰＣＣ（样本Ｂ） √（＋）＊＊ √（－）＊＊ √（－）＊ √（－）＊＊
ＳＥＭ（样本Ｂ） √（＋）＊＊＊ √（＋）＊＊＊ √（－）＊ √（－）＊＊＊
ＰＣＣ（样本Ｃ） √（＋）＊＊ √（－）＊＊ √（－）＊＊ √（－）＊＊
ＳＥＭ（样本Ｃ） √（＋）＊＊＊ √（－）＊＊＊ × √（－）＊＊＊
ＰＣＣ（样本Ｄ） √（＋）＊＊ √（－）＊＊ × √（－）＊＊
ＳＥＭ（样本Ｄ） √（＋）＊＊＊ √（－）＊＊＊ × √（－）＊＊＊
　注：１．“√（＋）”表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表示存在显著的负向影

响，“×”表示不具有显著影响。
２．＊＊＊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

六、研究结论

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对情感、情境因素与公众环境风险感知
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质性和量化的研究，结果证实，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
知的“双因素假说”成立。

通过质性研究发现，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因素包括环境亲和
感与系统信任感等情感因素，也包括信息丰富性、利益趋向性等情境因
素。通过量化研究中的相关性分析发现，环境亲和感、系统信任感、信
息丰富性和利益趋向性都对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具有显著影响。通过结
构方程模型的进一步验证发现，环境亲和感与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呈
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假设Ｈ１－１得到验证）。系统信任感与公众的环境
风险感知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假设 Ｈ１－２得到验证）。利益趋向性与
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假设 Ｈ２－２得到验证）。为
证明结果的稳健性，在对四类单样本（Ａ、Ｂ、Ｃ、Ｄ）进行分析验证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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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信息丰富性对于距离风险源较近的公众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影响（假
设Ｈ２－１部分得到验证），对于距离风险源较远的公众则不具有显著影
响（见表７阴影部分）。

基于以上发现，本研究拓展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研究，在检验
研究假设的基础上，对其进一步拓展，并总结出以下基本结论：

（一）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因素包括环境亲和感、系统

　 信任感等情感因素，以及利益趋向性、信息丰富性等情

　 境因素。
　　根据对访谈资料的编码分析，本文探索发掘了大量本土化的情感
与情境的初始概念。例如，情感因素的初始概念包括环境关注、环境影
响、政府信任等。对这些初始概念进一步范畴化可以将影响公众环境
风险感知的情感因素分为环境亲和感和系统信任感两个维度；而情境
因素的初始概念包括“正向—短期”利益、“正向—长期”利益、信息了解
程度等。对这些初始概念范畴化可将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情境因
素分为信息丰富性和利益趋向性两个维度。从上述四个维度的强度来
看，任一维度的情感或情境因素都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双强度：较低强度
与较高强度。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影响因素的维度结构及其表征见表９。

表９：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双因素及其表征

双因素 内在维度 较低强度 较高强度 影响效应

情感因素
环境亲和感 环境漠视 环境亲和 （﹢）

系统信任感 系统疏离 系统信任 （－）

情境因素
信息丰富性 信息匮乏 信息丰富

（－）距风险源较近
（×）距风险源较远

利益趋向性 负向利益 正向利益 （－）

　注：“＋”表示正向影响，“－”表示负向影响，“×”表示无显著影响。

（二）环境亲和感对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效应较弱，且

　 这种影响往往与个体的环境注意力有关。
　　从相关系数和标准化路径系数来看（见表５和表７），环境亲和感
会影响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这一发现印证了已有研究中“情感对公
众的环境风险感知具有显著的影响”的论断（Ｂｏｕｒａｓｓａ，ｅｔ　ａｌ．，２０１６），但
本文进一步发现，这种情感主要是指环境亲和感，且其干预效应较弱。

此外，研究还发现，核能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走绿色低碳发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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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具有积极意义，对环境持亲和态度的个体反而具有较高的环境风险
感知。究其原因，“环境情感—风险感知”之间的联结关系受个体的环
境注意力所影响，更关注核电对周边环境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个体容
易产生较高的环境风险感知。且由于信息吸收的选择与偏向性，当人
们更关注核电对周边环境可能的负面影响时，往往更注意接受核负面
信息（如核泄漏、核污染等），因此，也更容易引发民众负面的环境风险
感知。

（三）系统信任感对环境风险感知呈现较强的负向干预。在

　 一定程度上，较差的系统信任会大幅增加公众的环境

　 风险感知。
　　根据相关分析与模型建构可以发现，系统信任感对公民的环境风
险感知具有显著的负向干预作用。那么，培养公民对系统（政府、社会、
专家与媒体等）的高度信任感就有利于促进民众的环境风险感知的降
低。这一结论印证了在中国现在的社会情境下，信任对公众的环境风
险感知具有显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系统信任感对公众的环境
风险感知具有显著的影响，但要让民众环境风险感知的降低，仅仅靠培
育和提高公众的系统信任感是不够的。因为这种负向的干预作用很可
能被情境因素的作用所抵消，比如，当民众感知到负向利益时，系统信
任感再高，仍会产生较高的环境风险感知。

（四）信息丰富性对环境风险感知的相关性不高，但是将其

　 修正为“关系密切性”（由信息丰富性与区域趋近性关

　 联构成）后，发现其与民众的环境风险感知是一种近

　 似倒“Ｕ”型曲线的非线性相关，它对公众的环境风险感

　 知具有显著的影响。

　　在原始的“双因素理论假说”中，我们假设信息丰富性对公众环境
风险感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是，通过结构方程的检验发现其标
准化路径系数较低（－０．０６１），不足以有效支撑原始假设。进一步分析
发现，信息丰富性虽然会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却受风险距离，即风
险受体与环境风险源的直线距离的影响（至少存在部分影响）。它们之
间并非是单纯的线性相关，而是呈现近似于倒“Ｕ”型曲线的关系（见图

５）。这种倒“Ｕ”型关系可以从量化结果中得到证明：一方面，从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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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表８）结果可以发现，样本Ｄ（距离核电站２０公里及以上人群）的
信息丰富性对环境风险感知无显著影响，而Ａ、Ｂ、Ｃ三类样本（距离核
电站２０公里以内的人群）的信息丰富性对环境风险感知具有显著影
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以２０公里线为分界，只有当民众与环境风险
源的距离较近时，信息丰富性才会产生显著影响，反之，则不具有显著
影响。由此，也就形成了倒“Ｕ”型曲线的右半边。另一方面，距离核电
站２０公里以内的人群的信息丰富性虽然会影响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
但其影响具有典型的由内而外感知渐趋增强的特征。笔者分别将样本

Ａ、Ｂ、Ｃ进行描述性统计后发现，样本Ａ（核电站工作人员以及５公里
以内的村民）具有最低的环境风险感知，该样本中６６．３％的个体具有
较低的环境风险感知，样本Ｂ（核电站周边５—１０公里的村民）的环境
风险感知上升，样本Ｃ（核电站所在区域的市民，距离１０—２０公里）的
环境风险感知最为强烈，达到最高。该样本中５９．７％的个体具有较高
的环境风险感知。由此，也就形成了倒“Ｕ”型曲线的左半边。鉴于对
量化证明的修订，本文对原始假说做了进一步修正。即：由信息丰富性
与区域趋近性关联构成新的范畴概念———“关系密切性”，它对公众的
环境风险感知具有显著的影响（见图６）。

图５：信息丰富性的影响效应示意　图６：假说修正后的关系密切性影响效应

（五）利益认知的差异化是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决定

　 性因素。
　　本文首次发现，利益趋向性对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具有显著的负向
影响。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已有研究对“情境”的忽视。更重
要的是，依据情感与情境四个维度的相关系数与标准化路径系数的对
比（见表５和表７），可以发现，在情感与情境的四个影响维度中，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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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向性对环境风险感知具有决定性影响。如果政府宣传沟通和教育的
重点仅仅是提高选址地民众对环境风险的安全性或经济性认知而忽略
了个体或者群体的利益诉求，其有效性往往会大幅度降低，几乎不会改
变民众已有的环境风险感知。

（六）“情感—情境”双因素是形塑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差异

　 的作用机制。
　　不同影响因素都可能对公众环境风险感知产生影响，但影响的作
用点和内在机制并不相同。一方面，系统信任感和环境亲和感对环境
风险感知的作用效应较弱，且两者之间还存在交互作用，即当个体的环
境亲和感较高时，系统信任感往往较低（两者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０．６９５）。此时，便会显著增强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反之，则会降低公
众的环境风险感知。另一方面，情境因素中的利益趋向性和关系密切
性是造成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差异的决定性和关键性的因素———利益趋
向性对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具有决定作用。当公众感知到环境风险可
能带来负向效应时，一定会产生高环境风险感知。关系密切性则是影
响环境风险感知的关键，它既会直接影响到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同时
又会反作用于利益趋向性，继而增强或者减弱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

总体来看，上述结论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与发展了已有的研究范式。
例如，与弗勒里－巴希（Ｆｌｅｕｒｙ－Ｂａｈｉ，２００８）等“风险决定论”者的结论一
致，风险特征是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差异的决定性因素，但本文进一步发
展了这一研究———风险特征的决定性影响是由于不同类型的环境风险
使公众产生的不同利益感知；“个体自主论”与“文化影响论”从不同角
度论述了人格特质、社会信任等要素对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本文间
接地验证了已有研究结论，但同时也发现，这些因素对环境风险感知的
干预效应较低。此外，对于信息这一因素在环境风险感知研究中的争
论，本文发现信息因素的干预作用并非线性关系，而是一种特殊的倒
“Ｕ”型关系。

当然，本研究仍然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本文聚焦环境风险感知
的分析，但在调研中发现，民众对相关项目的环境风险感知与其他方面
的风险感知，例如，科技风险、社会风险甚至政治风险，很难完全剥离。
全部样本中８２．３％的个体认为核电会带来环境风险，但也有小部分个
体（８．６％）认为核电还可能存在政治风险以及其他风险。其次，本文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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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对一些相关因素的相关性进行了研究，但没有对其因果性进行更深
层的分析。例如，研究发现，在核电站工作的员工具有很低的环境风险
感知度，不过，这是由于他们在核电站工作接触了大量的信息才具有较
低的环境风险感知，还是由于这些员工本身就具有很低的环境风险感
知，才聚集在核电站工作？何为因果，本文还没有深入探讨。再次，“关
系密切性”这一对原假设进行修正的判断是否成立？如何从数理实证
层对其进行更为科学、充分的验证？这一结论需要更多的统计和数据
支撑。在这方面，对情境因素的研究还有更多的研究空间。最后，虽然
本文的双因素的理论假说和模型是针对环境风险感知这一特定变量所
得出的结论，但对一般性的环境风险感知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那么，在一般性的环境风险感知研究领域，情感、情境等变量影响的延
展性、适用性、有效性和稳健性效果究竟如何，也有待于进一步的数理
探讨和经验辅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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